


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

李宗仁（一）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下午，各报忽然发出号外，日
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顿时鼎沸，八年抗战至此已胜利结束，全国人民
的喜悦，史无前例。汉中城乡此时也欢声震天，爆竹震耳欲聋。全城军民举
行联合大游行，各机关、团体纷纷派代表前来行营道贺。各人心目中无不充
满胜利还乡、前程似锦的美梦。但是我本人此时反觉落落寡欢，颇使踵门道
贺的人感觉诧异。
其实此种心情一般人亦不难体会。因为象我这样身负国家重任，前后
统兵逾百万人的高级将领，在胜利的爆竹声中，回顾前瞻，难免百感猬集。
古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抗战八年，全国死难军民何止数千万，即在五
战区内，牺牲亦不下数百万人。我们试一念及因抗战而招致家破人亡的同胞，
以及为国族生存而在战场上慷慨捐躯的袍泽，他们所遗留的寡妇孤儿，如今
皆嗷嗷待哺。与念及此，能不凄恻。
况且，抗战虽告胜利，前途荆棘正多，而中央当国者又私心自用，宵
小横行。眼见内政、外交危机接踵而至，我人身当其冲，又将何以自处。凡
斯种种思想皆与胜利一时俱来，构成极复杂的心境。
然今日回思，当时心情的悒郁，实非一时神经过敏，嗣后国事的发展，
均在当时逆料之中。固知天下事的形成，皆非偶然。日人处心积虑要侵略中
国，经营数十年，卒至一败涂地，蒙千年来未有的奇耻大辱，实罪有应得，
自贻伊戚。
至于我国革命数十年，最后竟招致强邻入侵。抗战八年，幸获胜利，
然不数年，大陆鼎沸，政权易手。此种事势的形成，初非一朝一夕的错误有
以致之，实在也是积弊太久，病入膏肓的必然现象。所以本章拟对八年抗战
中敌我的得失，作一公平的检讨。
今先从敌人说起：日本侵华战争的基本错误便是“企图征服中国”，本
身便是一个不可补救的错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侵华一直是它的基本国
策。此种国策的奠定，可能有两种因素：（一）是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
日本目击西方列强由于侵略弱小民族而致富强，所以它要踵起效尤。（二）
是日本对中国的错觉。
日本人一向把中国看成一个无可救药的古老国家，他们认为中国传统
是重文轻武，是教育落后，统治者用愚民政策，以愚黔首，以致长期贫弱，
不可与西化了的日本抗衡；再者，中国被国内的少数民族征服已不止一次，
往者有蒙古，近者有满洲。满、蒙二族尚且统治中国，况日本乎？！殊不知
日本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时至二十世纪中叶，全球所有被压迫民族独立
图存的风气已如火如荼。西方帝国主义且已日益式微，继起的日本焉能后来
居上？所以日本开明之士说，日本侵略中国，无异吞下一颗定时炸弹。再者，
日本认为中国是古老文化，不堪一击，殊不知日本的文化正是从中国传去的，
最近才受西风东渐的影响而从事维新。中国也正以同样方式接受西方文化，
民族意识逐日提高。不过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改革起来没有日本那样



迅速有效罢了。恶可视为无反抗能力，而必定被人征服？
日本既以侵华为国策，田中义一并认为征服中国为征服世界的阶梯。
但是日本究系岛国，民族眼光短视，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
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他们侵华
的方式，是蚕食而不是鲸吞。既已作了侵略者，又没勇气承认对华战事为“侵
略”，却硬说是“事变”，而且这些“事变”的制造，又是毫无计划的盲目行
动。例如沈阳“事变”是土肥原、板垣等少数中下级军官搞起来的。关东军
司令官本庄繁事前竟不知其事。事后关东军司令部和日本政府只有追随少壮
派军人之后，为其越轨行为作辩护。此实非文明国家应有的现象，然日人行
之，不以为怪。
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
达到最高潮，以致卢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
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
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
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
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
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
所以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
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
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
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
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
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
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
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
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
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都市，
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
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
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则以蒋、汪
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日亡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
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
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
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
日本的基本政略既已铸成大错，而其小规模局部战略运用错误亦复如
出一辙。卢沟桥事变后彼方乘我政府的不备，不宣而战，瞬息即击破我华北
的驻军。如果乘胜跟踪穷追，使我政府无喘息的余暇，占领东西交通动脉的
陇海路，进迫武汉、南京，截断长江运输，则京、沪不攻自破。日军有此天
与的良机而不取，竟将其主力军投入四面崇山峻岭的山西，以致旷日持久，
作茧自缚。虽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前锋勉强一度进至黄河北岸，然而南望风
陵渡，面对汹汹巨浪，何能飞渡？其后虽把主力军抽出，南下围攻徐州，西
进攻占开封，企图席卷豫、皖产粮区域，却又被黄河决堤泛滥所阻。逼不得
已，乃转循长江西侵。因两岸地形复杂，进展甚缓。到占领武汉，已成强弩
之末，形成僵持的局面。中国历史上元、清两代入关，系由北方南下，以居



高临下之势，自可事半而功倍。日本恃有海军的支援，违背传统战略有利条
件，改由海道溯江西上作仰攻。兵力又不敷分配，其失败固可预卜。
日本之所以在战争初期不这样做的道理，一则或许由于无深谋远虑的
政治家以及气魄雄伟的战略家，他们相信我们不会长期抵抗，南京、武汉失
守之后便要投降了。再则是他们本国之内可能亦有掣肘之处，军阀未能随心
所欲。关于此点，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们当可提出极详尽的答案。但是，日
本既然不能放手来侵略，则又何必搞此无结果的侵略呢？以上便是注定日本
必败的两项重要因素。
至于日本军队的长处，那也确是说不尽的。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
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
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
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
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这
些都是日本军人的长处。不过如果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出发点已错，则小
瑜不足以掩大瑕。何况“兵凶战危”，古有明训，不得已始一用之。日本凭
了一点武士道精神，动辄以穷兵黩武相向，终于玩火自焚，岂不是理所当然
吗？
（二）
我方部队亦有若干优点足以一述。第一，我们是以哀兵作战，为着保
家卫国，与入侵强寇火拼。所以抗战初期，士气的悲壮实亘古所未有。语云
“一个拼命，万人难当”，何况我们全国奋起，和敌人拼命？再者，在本土
之内与深入的外族作战，实具备天时、地利、人和各种条件。同仇敌忾，到
处得到人民帮助，随处可以补给，敌人的情形，适得其反。故我军装备虽差，
但是在交通不便的乡村，反可利用游击战来困扰敌人，不象敌人的机械化配
备，一离开交通线便运用不灵。我军还有一最大优点便是吃苦耐劳，在任何
恶劣条件下，都可继续作战。
但是我方除上述少数优点之外，其缺点亦复不少。例如官兵未受严格
训练，军纪废弛，战斗力薄弱。因军队伤亡奇重，中央兵役司到处派员抓兵，
阖闾骚然。新兵未经训练，即仓卒开赴前线应战，无异驱羊以喂虎口。粮饷
待遇既微，致士兵恒苦营养不良，骨瘦如柴。医生、药品均极缺乏，受伤患
病官兵境遇之惨，有不忍言者。所以中日战前，日人视中国军队如无物，亦
不为无因。
至于中央政府政治、军事措施的乖谬，更是数之不荆若说“万方有罪，
罪在朕躬”，则吾人首先便要自中央政府说起。
老实说，抗战前乃至抗战期中，我们的中央政府实在没有具备任何足
以与外族作战的条件。
自北伐完成后，中央政府中，事实上是蒋先生一人当国。
由于他蓄意排除异己，造成由他一人控制的党政军系统，因此引致内
战频仍，兵连祸结。中央当局为政既不以德，则中国真正统一便永远不能完
成，为应付这一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蒋先生在中央各部门，及其权力能到
达的省份中，全是因人设事。不是用人唯材，励精图治，而是以政府名器作
酬庸，来拉拢亲蒋人士。因而在中央能彻底控制的省份中，其行政效率与各
项建设，反不若中央政令不能贯彻的各剩桂、粤、晋、川、滇等省曾与中央
有过对立或隔阂，姑且不论，即以与中央比较接近的鲁、湘二省为例，亦可



见一斑。
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系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行伍出身，仅略识之无，
政治观念的落后更不必言。所以韩氏为一省之长，可说是条件不够。再看湖
南省主席何键，原为唐生智所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为人圆滑，而不能任事，
只因湘省介于粤、桂、黔之间，可作缓冲，故得久任主席。此人思想既旧，
对政治尤属外行。然韩、何二人皆非中央系统中人，对中央仅作有限度的服
从，平时与反抗中央的西南各省，信使往返甚密，凡国内有纷争，他二人的
态度均甚模棱。因而中央对湘、鲁两省的省政甚少干涉，以致韩、何二人在
抗战前一直做了八年的省主席。韩、何虽非理想的行政人才，但是因省政安
定，人事无甚更动，党政军之间颇少磨擦，因而湘、鲁两省的治安亦差强人
意，共产党无法生根。省内政治、经济设施，八年以降多有可观。因中国积
弱太久，当政者不论贤与不肖，只要给以机会，他们总会为国家、人民作点
建设事业。所谓“积跬步可以致千里”，只要有意前进，速度虽慢，犹胜于
一曝十寒。
反看对中央政令贯彻最力的豫、鄂、皖、赣等省便不然了。湖北自民
国十八年到抗战开始，七年之间竟五易主席（计有夏斗寅、何成#F、杨永泰、
张群、黄绍竑）。湖北可说是我国各省中先天条件最好的之一，交通辐辏，
物产丰饶。这五位省主席中，除夏斗寅外，都可说是当时政坛上第一流的人
物，为蒋先生所倚重。但是七年之内，湖北省内可说是贪污成风，建设毫无，
军队云集，而红军仍肆意流窜，成为国内最糟省份之一。抗战以前，鄂东、
鄂北是武汉两道门户，甚至连一条公路都没有，其他建设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治安，则更不必说了。鄂东的豫、鄂、皖边区早成为共产党张国
焘和徐向前的天下，鄂西则为贺龙、萧克所盘据。滋长茁大，卒成心腹大患，
而中央与鄂省当局均束手无策，莫可奈何。
鄂省地方行政的糟乱与贪污的盛行，战前实鲜有其匹。但是这并不是
偶然的现象。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省政的不安定。我国政治迄未走上法治的正
轨，因而形成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局面。省政首长一更动，则厅、处长、行政
专员、县长全盘更动，甚至事务人员也都彻头彻尾换掉。故一省首长如频频
调换，则全省上下公务人员，人人皆存五日京兆之心。一有机会，便大捞一
笔，愈速愈妙，以免错过。从政人员志在贪污，则省政便不可复问了。
湖北如此，安徽、江西、河南等省亦莫不如此。抗战前七年之内，安
徽六易省主席，政治情况之糟亦与湖北相埒。蒋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最
大的原因是他不把国事当事做，而把政府职位作酬庸，以市私恩。这样，国
家政治岂有不糟之理呢？此外，如张群、何成浚等人，都是蒋先生朝夕咨询
的智囊，他们虽当了省主席，却经常不在省府办公，“主席”只是挂名而已。
省政由人代拆代行，为代理人的，当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所以蒋先生统
治下的“中央集权制”，事实上是“包而不办制”。如果他肯放手让地方当局
去从事兴革，国家反而容易搞好了。
再者，蒋先生对地方政府的驾驭，一向是采用“分化统治”的方式。
故意使一省内的党、政、军互相对立，不时倾轧，以免一省首长的权力太大，
不易控制。所以湖北七年内的五个省主席中，虽然有四个是职业军人，但是
他们对驻军却无丝毫监督和调动之权。加以中央的剿共政策原来是借共军力
量来消灭“杂牌军”。所谓“中央军”的主要任务为监视“杂牌军”，是对付
自己人的，不是防御敌人的。因而一旦与共军作战，各军皆避实就虚，保存



实力。共产党就乘机茁壮了。
我们试一翻阅地图，便知共产党当年的根据地多在赣、鄂、豫、皖四
省，而该四省正是中央权力彻底到达之区。号称共产党老家的湘、粤两省，
中共反无法立足，甚至在省当局统治能力最薄弱的山东、四川、贵州、云南
等省，中共也无法渗透。孰为为之，孰令致之。我们稍一思考，便不难获得
答案。
加以蒋先生为巩固其独裁政权，竟不择手段豢养特务，鱼肉人民。知
识分子偶有批评蒋先生的，辄遭迫害。其属下文武官员也每因私怨而被借端
枪毙，或因受疑忌而惨遭毒手。其他暴政，罄竹难书。例如暗杀学者杨杏佛，
申报主笔史量才，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前直鲁督办张宗昌，前五省联军总司
令孙传芳，前抗日救国军军长吉鸿昌，外交界元老唐绍仪，“七君子”之一
的李公朴，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及前陆军大学副校长杨杰。捕杀第三党领袖
邓演达，第十三军军长赖世璜，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又如用绑匪手段劫持民
社党领袖张君劢，拘禁立法院长胡汉民及广东省主席李济深。逮捕沈钧儒、
章乃器、邹韬奋等爱国“七君子”，及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等。至于被屠杀
的农工群众与青年学生，尤不知凡几。更勾结江浙买办阶级，滥发公债以营
利，操纵金融以自肥。结纳邦会和各种黑社会头目，公然贩卖烟土，制造毒
品，贻害中外。因之，金融市场悉为官僚资本所垄断，皇亲国戚，权倾中外。
上行下效，贪污之风弥漫全国。
中央政府既然如此，则我们对外抗战时政治上的艰难也就可想象了。
（三）

我国军事上的糟乱也不在政治之下。抗战开始时，全国军队不下数百
万人，但是五花八门，杂乱不堪。就历史系统来说，有所谓中央军、东北军、
西北军、山西军、粤军、桂军、川军、滇军及其他各省地方军。就训练方面
来说，各军训练方法极不一致。就装备来说，中国军队可说是全世界各种武
器的陈列所，德、日、俄、意、英、美、法、捷克等一应俱全，国内的汉阳、
金陵、巩县、沈阳、太原等兵工厂出品也各不同，故军队的配备，因军而异。
就地域来说，有北方军人，有南方军人，其生活习惯和作战的适应性
也各各不同。就征募方式来说，广西是征兵，中央及其他各省是募兵，也有
征募并行的。就思想来说，三民主义之外，还有一支信仰马列主义的第八路
军。这些军队的性能可说完全不同，战斗力的强弱也极悬殊。
不过在抗战初期，由于民族意识浓厚，和对敌人的极端憎恨，所以数
百万人敌忾同仇之心却完全是一致的。大家一致服从中央，全力抗战。中央
当局此时如能去其一贯的褊狭心理，大公无私，一视同仁，视各部队的作战
能力善予运用，则经过八年的抗战，这数百万人确可熔于一炉，变成一德一
心的国家军队，无奈中央当局始终不能开诚相见，无法达成理想。
第一件令人不服的事，便是硬把全国军队分成“中央系”和所谓“杂
牌”。在武器、弹药、被服、粮饷各方面，中央军得到无限制的补充，杂牌
军则被克扣。前章已说过，如中央的对付庞炳勋，当各军都在扩充之时，庞
军独奉命裁去一团。又如川军开到徐州，我竭力请求补充，中央破例补充了
每军步枪二百五十支。这真是“杯水车薪”，何济于事？因而在大敌当前之
时，并肩作战的友军，有的食丰履厚，武器粮良，气焰凌人，有的却面有饥
色，器械窳劣。要他们同样出死力而无怨尤，又岂可得呢？



由这种歧视所产生的恶果，则更是历数不荆就以“中央军”而言，上
上下下都是具有“通天”本领的“天子门生”。大家唯领袖之命是从，将帅
不和，上下倾轧，作战能力自然无法提高。但是犯起法来，大家都是黄埔同
学，又官官相卫，蒙蔽最高当局。兹举一实例：民国三十年，五战区第十补
充兵训练处第二团团长何中明（黄埔四期毕业），其团部驻老河口南三十里
的仙人渡，曾将病兵三十余人衣服剥光活埋致死。何的同事见此事太残酷，
乃据情报告长官部。我便派军法官及有关人员前往查办，并掘坟检视，情形
确实，惨不忍睹。因将何中明扣留，交军法处审讯属实，判处死刑。本拟就
地枪决，以申国法。不意中央当局闻讯，电令押解重庆军法总监部，旋即释
放。因军法总监部内高级人员多系黄埔毕业生，狼狈为奸，尽管何中明罪无
可逭，也可逍遥法外。
可是蒋先生却最喜欢人家恭维黄埔毕业生是如何如何地好，杂牌部队
是如何如何地不好。而他的左右又都是善于阿谀的人，于是蒋先生朝夕所听
到的批评，和看到的特务密告，都正如他所想象的。因而成见愈深，欲消灭
杂牌部队之心也愈切。
此种情形发展到抗战末期尤糟不可言。有些“杂牌”部队因久无补充，
部队长官不得已向蒋委员长面诉衷曲，委员长表面上故作矜恤，温语有加，
亲下手令，嘱兵站补充；然后视部队的系统，亲自电话或令侍从室主任吩咐，
照手令上的数目拨给，或者打个折扣。若无电话预先交代，军政部的兵站就
以库存已尽来搪塞。于是，有些部队长官探知个中内幕情形，为保存部队实
力，免被淘汰失业计，乃勾结侍从室和兵站官员，实行贿赂，则武器弹药又
可源源而来。军队为国捐躯，武器损失，弹药消耗自所难免，尚须向上级机
关官员行贿才可得到补充，实为千古未有的怪现象。
当我在老河口的最后两年，有一新编师奉调受五战区节制。师长王认
曲为黄埔第一期毕业生，深通此道。那时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得了
委员长亲批手令，仍得不到补充，而王师长后来才得到手令，却领到了。王
鸿韶参谋长便问王师长理由何在。王微笑告王鸿韶说：“其中有窍门！”王鸿
韶追问其“窍门”何在。王说，他奉批得新枪一千支，他决定卖掉二百支，
就以这笔款项向经管仓库人员行贿，如此他尚可实得八百支，比王缵绪一支
也得不到强多了。
后来，傅作义也告诉我一件故事。某次傅奉委员长亲批弹械一批，可
是傅在西安的办事处主任却无法领到。西安仓库主任老实不客气地告诉傅的
办事处主任说，要领武器，一定要出钱。该办事处主任便发电向傅请示。傅
说，钱当然付，不过可否请该仓库主任给一收据。
那仓库主任利令智昏，竟真的给傅的办事处写了一张收据。傅有证据
在握，乃立刻告到委员长那里。果然，委员长一怒之下，把这位仓库主任撤
职了。可是不久之后，他却又当了另一仓库的主任。这种贿赂公行的局面，
便是我们抗战末期军事行政的特色！
至于杂牌军部队本身呢，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局面之下，也就竭力自救。
他们都知道中央当局欲利用对日抗战来消灭他们，平时克扣粮饷，战时不予
补充，等他们消耗得差不多了，便将他们遣散或改编归并其他部队，空出的
番号，便可以“嫡系”补充了。
所谓杂牌部队，其中是分等级的。例如我们广西部队，虽然自北伐以
来，我们实在是国民革命军的正统，但是在蒋先生的心目中，我们也是“杂



牌”。不过由于抗战初期五战区的辉煌战果，使中央不得不另眼相看。再者，
我国谚语说“朝中有人好做官”，我们在朝中有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嗣兼
军训部部长，在外有我本人任战区司令长官。所以广西部队总算是承蒙中央
优礼有加了。
至于其他部队，如福建绥靖主任陈仪的部队，虽然也是“杂牌”，但是
陈仪毕竟是浙江人，蒋先生的同乡，所以也多少受到些优待。最惨的，要算
是那毫无背景的孤魂野鬼，例如庞炳勋、高树勋、孙殿英一干人了，其次则
为冯玉祥统驭过的西北军、张学良统驭过的东北军、陈济棠统驭过的粤军、
唐生智统驭过的湘军，以及川、滇、黔、陕、甘等省的军队。
中央是蓄意要消灭他们的。粮饷既缺，中央还派了大批黄埔生去作他
们的高级参谋和副军长。这些人事实上都是蒋先生的耳目，对部队的一言一
行，有时甚至无中生有，都报告到蒋先生那里去。平时在部队中作威作福，
目无余子。
须知我国将领都是除掉带兵打仗之外，一无所长的职业军人，军队便
是他们的家。我国既没有良好的退休制度，他们一旦脱离部队便无法生存。
中央既用种种方法去消灭他们，他们也就用种种方法自救图存。平时在前线，
一怕敌人攻击，二怕被共产党吃掉，最怕的还是被友军的中央军缴械。在这
种情况之下，图存之不暇，哪里有心思去抗战呢？狡猾一点的，便用重金到
中央去拉关系。例如徐源泉便一意投靠何成浚，再利用何成浚去疏通侍从室。
侍从室路线打通了，以后凡有不利于徐源泉的报告都一概被扣压下来，留中
不报。徐军因此便可得到补充，然后利用此补充款项的一部去作活动经费，
因而形成了一个贪污和行贿的大循环。
关于我国政治、军事上的各项缺点，我在南京、武汉、重庆曾不断地
向蒋先生坦白进言，请求改正。我说：“这些事，别人不敢对你说，只有我
敢向你说，希望你采纳。”无奈我言之谆谆，他听之藐藐，哼了几声便算了。
这也可说我们的国运是活该走下坡路吧！

（四）

我国抗战的战略错误亦多。从基本原则上说，我们对一个优势敌国侵
略的战争，应该是长期的消耗战，直到把敌人拖垮为止，决不与敌人争一城
一地的得失，自丧元气，消耗主力。所以抗战一开始，我们断不可把全国军
队的精华集中在京、沪、杭三角地带，任敌方海、陆、空军尽量发挥其优越
性能。蒋先生当时作这决定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第一是由于他不知兵法，
而好意气用事。因蒋的本性是绝对亲日的，但目睹失地千里，日本仍不满足，
使他面子上无以自处，实在气愤不过，所以不顾一切，和它一拼再说。这是
个绝大的错误。因为做统帅的人，甚至独当一面的指挥官，一定要冷静，千
万不可使气。一时冲动，往往正堕敌人奸计之中。第二，可能是他的策略。
蒋先生本不愿全面抗战，他认为能把上海牢守几个月，西方列强可能出来斡
旋，战事亦可乘此收场，如“一·二八”淞沪之战一般。这一想法显然也是
错误。
敌人来势汹汹，不打到武汉不会轻易言和。要和，也必然是城下之盟，
我们除亡国之外别无他途可循。再者，西方列强此时已弱点毕露，欧洲局势
岌岌可危，英、法自顾不暇，哪有余力东顾？当“九·一八”之时，希特勒



还未上台，国联尚且无力制裁日本，何况此时呢？
死守南京，又铸下第二大错。沪上兵败之后，我后方尚有数师精锐部
队未参预战斗。此时如索性把大兵向大江南北一撤，将南京正面让开，敌人
深入之后，再相机自南北两方夹击，京、沪敌人亦难安枕。我元气未丧尽，
则敌人此后北上徐州，西窥武汉，顾虑皆多。当时白崇禧和我以及德国顾问
都反对守南京。无奈委员长认为南京系国府及国父陵寝所在，不守在面子上
过不去，更兼唐生智别有用心，随声附和，乃决定死守南京这战略上的死地。
孰知我军新败之余，士气已沮。敌军迫近我首都，争夺首功，士气正盛，相
形之下，优劣悬殊。不数日，南京便为敌军所夺。我大军十余万简直被无故
糟蹋掉了，岂不可惜。
南京失守后，敌人次一目标必然是津浦线。但是此时津浦线简直无兵
可调，优势敌人本可一举打通津浦线。若非敌军太骄妄粗心，和我五战区将
士沉着应战，则战事早已不堪设想。所幸我们能运用内线作战的便利，在津
浦路上和敌人纠缠了半年，使它无法西窥武汉，抗战局势才转危为安。
二十七年武汉保卫战时，我方战略再度发生错误。当我从徐州退到豫
南、鄂东时，敌人正由南京沿江西上。我那时在战略会议上，便主张以一部
分兵力在鄂东阻止敌人西进，而以主力自豫南出皖西，循六安、舒城、怀宁
一线，配合大别山内的廖磊集团军，主动出击，以攻为守，夹击侵入鄂东的
敌人。我的建议未被蒋先生接受，他主张陈重兵于鄂东，于豫南一带作纵深
配备，构筑工事，以逸待劳。这“挨打战略”实是一项错误。因为鄂东地形
复杂，敌我大兵团均不易展开作战，陈重兵于此，实无用武之地。而自六安
以西直达信阳，一坦平原，无险可守，此路有失，则鄂东之兵将不战自退。
其后敌人果由六安西进，各个击破我重叠配备防线，侵占信阳。至此，鄂东
和武汉守军不能不仓卒撤退，一切如我所料。以上是我所亲自参预，虽然一
再进言而不为蒋先生所采纳的三项战略错误。至于其他的错误，这里也就不
必多赘了。
到抗战末期，中央以配合美国在印度的基地为名，抽调四、五十个师
集中滇、缅边境，声言打通滇缅路，夺取仰光海口，以便接运美国作战物资。
这也是一项极大的错误。当时我曾建议，舍近求远，天时地利人和于我都极
不利，故与其劳师出国远征，不如集重兵于南宁、贵县一带（广西当时已无
敌军）向广州湾进攻，开辟一个出海口，与太平洋上的盟军相呼应。我的理
由很简单，敌人的兵力自三岛本土向外延伸，直到缅甸，正如一条长蛇，蜿
蜒在亚洲大陆边缘。我们打蛇应该采取腰斩的方式，不应专门打头或打尾。
吾人如在缅甸与敌人火拼，敌势不支则慢慢向东收缩，愈缩则兵力愈集中，
抵抗力愈强，而我方困难也愈多。
当时如果我们以入缅的兵力向广州湾出击，必可打通广州湾出海口，
如此则可与循菲律宾一线北上的美国海、空军相呼应。日本在支那半岛以及
南洋一带和其本土的交通顿受威胁，则缅甸日军将不战自溃。我提出此一战
略主张的另一用意，便是看到日本有突然投降的可能。
日本投降时，我国如有个出海口，则四、五十万大军便可利用日本投
降的船舶迅速开往东北与华北，则战后问题便简单多了。
但是我的战略主张也未被重视。我们足足有四、五十万最精锐的部队
被困于滇西、缅北的崇山峻岭地带。日本突然投降后，这些部队才慢慢开回
昆明，等到开到北方，已是三、四个月之后，华北、东北已局势全非。我们



不特未能抢先一步，等到共产党已打下基础，我们再去逐步打通交通线，则
为时已晚了。殊不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不久，中央即密令杜聿明围攻昆
明五华山、龙云被迫应战，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蒋先生之所谓打通滇缅路，
其用意实在此不在彼。
整个战略之外，抗战时我方指挥系统的毛病亦多。最重大的一个缺点，
便是蒋先生越级亲自指挥。前已一再提及，蒋先生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
将将。但是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抗战时，他
常常直接指挥最前线的师长，抗战后对共军作战，他竟然连团长也指挥起来。
他指挥的方法是直接挂电话，或直接打电报，故战区司令长官甚至集团军总
司令和军长都不知其事。有时一军一师忽然离开防地，而前线最高指挥官还
不知其事。但是蒋先生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往往军队调到一半，
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益发使前线紊乱。蒋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实在是因
为他未作过中、下级军官，无战场上的实际经验，只是坐在高级指挥部里，
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指挥系统就乱了。
凡是中央系的将领都知道蒋先生这项毛玻他们知道奉行蒋先生的命
令，往往要吃败仗，但是如不听他的命令，出了乱子，便更不得了。所以大
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让委员长直接指挥，吃了败仗由最高统帅自己负责，
大家落得没有责任。将领如果是这样的庸才，当然不能打胜仗，而蒋先生却
偏偏喜欢这样的人。
抗战初期，战场上表现最坏的要算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集团
军总司令刘峙。刘氏在河北溃败时，曾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但是不久，蒋
先生又重用刘峙。据说，某次蒋夫人曾向委员长进言说：“外边闲话很多，
刘峙恐怕不能再指挥作战罢？”
蒋先生说：“刘峙指挥作战是不行，但是哪个人有刘峙那样绝对服
从？！”结果还是用了。蒋先生所喜欢的便是象刘峙那样“绝对服从”，自己
毫无主张的庸才，因此，国军战绩也就不易表现了。
长沙三次会战时，薛岳本打得很好，不图在作战正紧张时，蒋先生一
个电话把军队调乱，薛岳一时无法补救，被打得踉踉大败，失了长沙。薛伯
陵一气，不听统帅部撤往湘西的命令，竟把部队撤到江西去了。后来薛岳几
乎为此受处罚呢！有人问薛岳，为何要到江西去。薛说：“跑远一点，他（指
委员长）电话便打不通了！”这是抗战期间，高级将领尽人皆知的趣事。
不过话又说回来，终我六年之任，委员长从未直接指挥过我五战区的
部队。我原知道蒋先生有这项脾气，所以当二十六年十月蒋先生任我为五战
区司令长官时，我便笑着向他说：“委员长，我很感激你这样看重我，使我
负这样重要的职务。不过古代战略家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希望
你不要打电话直接指挥五战区的部队啊！”
蒋先生也笑笑说：“五战区我不打电话，对你我放心得过，放心得过。”
他果然能守此诺言，始终未打过电话。我在徐州时，蒋先生曾为别的事，和
我通过两次电话。他那口宁波腔，当面谈话还可勉强懂得，在长途电话里，
我就有一大半不懂了。我听得很吃力，蒋先生也觉得很苦，以后他连这类电
话也少打了。老实说，我在五战区能打几次小胜仗，未受委员长直接指挥亦
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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